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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能力构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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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能力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但目前相关研究对高新技术企业构建数字能力中主观能动性发挥这一关键缺乏关注，同时忽略了不同影响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及其异质性组合路径引致的构建机制和作用效果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究高新技术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模式和机制路径。在厘清企业数字能力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基于能力理论，从基础支撑、洞察适应和动态创新3个阶层构建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106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必要条件和可实施路径展开研究。结果发现：单个条件无法单独构成企业数字能力的必要条件；企业数字能力的3种构建模式是配置行为强主导、资源配置混合主导、资源结构强主导；企业数字能力构建机制模型是以强高管支持和强资源柔性为核心构建点，强制度压力、良好的生态规范机制、强技术研发和多技术平台等要素联动匹配，产生“需求-响应”效应、“技术-整合”效应和“跨界-赋能”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数字能力构建提出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打造高度互补的资源配置组合和灵活调整组织资源结构等建议。
关键词：企业数字能力；高新技术企业；能力理论；组态视角；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425；F49；F273；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The Digital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Sun Zhongjuan, Yang Yeq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Digital ability is the core abilit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to ob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 the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es lack the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apabilit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ignore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influencing ele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action effect difference caused by the heterogeneous combination pa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mode and mechanism path of the digital capabilit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 of digital capability in enterprises and the capability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ree strata: basic support, insight adaptation, and dynamic innovation, employs the method of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 to investiga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able paths for 106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to build their digital capabil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No single condition alone can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apability in enterprises. (2)The three construction modes of enterprise's digital capability are strong dominance of configuration behavior, mixed domin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trong dominance of resource structure. (3)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model of enterprise's digital capability is based on strong executive support and strong resource flexibility, and strong institutional pressure, good ecological regulation mechanism, strong technical research and multi-technology platform are linked and matched, resulting in "demand-response" effect, "technology-integration" effect, and "cross-border-empowerment" effec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igital capacity construc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reating a highly complementary resource allocation combination, and flexibly adjusting th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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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在快速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凸显[1]。为了适应数字化变革，企业尝试构建数字能力，但方法论缺失、构成要素模糊、边界不清晰等问题阻碍了其数字能力的培养进程[2]，强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巨无霸”企业也在构建数字能力过程中付出了极其昂贵的成本代价。由此，研究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因素、探索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机制是帮助企业打造数字化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企业培养长期价值的重要抓手。
企业数字能力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整合组织内外部资源、适应数字化环境发展，以此赋能企业长期价值的综合能力[3]。目前数字能力的影响要素研究主要聚焦于3个逻辑层次：从数字技术层次来看，如Yoo等[4]、Bharadwaj等[5]的研究指出，培养数字能力主要是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来创造新产品、改进生产过程、优化服务流程等基础技能；从组织资源层次来看，Oh等[6]、Park等[7]、Annarelli等[8]和Helfat等[9]的研究分别指出，培养数字能力主要是依赖于企业高管团队的支持，以此推动企业培养高技术员工、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团队业务能力，以及与外部用户、合作伙伴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合作；从外部环境层次来看，Hinings等[10]、Teece[11]和Nambisan等[12]均指出，构建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包括用户需求转变、政府政策导向、市场竞争路径、企业生态建设等动态环境维度。可以看出，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关注数字能力的影响要素，忽视了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关键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有一部分研究停留在案例层面缺乏数据验证和支撑，如朱秀梅等[13]基于海尔集团“知行合一”的单案例研究；另一部分研究认为企业的影响因素是线性关系[14]，规避了企业数字能力构建过程中的复杂因果关系，未提炼出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机制。然而，数字化发展强调了管理从线性到非线性生态的复杂转变[15]，需要基于企业能力的不同阶层特征和性质分析，关注数字能力多个影响维度之间的联动匹配和协同作用。
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多层次的能力集合体[16]，企业能力可以划分为零阶、一阶和二阶能力。其中，零阶能力属于保证企业生存的基础支撑能力[17]；一阶能力属于保证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洞察适应能力[18] ；二阶能力属于推动企业动态创新的能力[11]。数字能力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所构建的综合性能力[19]，体现了能力的阶层特征。同时，组态视角源于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条件间相互依赖而非独立影响结果的组态现象，以及传统计量研究在解决组态问题上的局限[15]，通过比较分析把每个案例分类到各原因条件集合中，挖掘案例层面组态与结果的关系，成为近年来分析因果关系复杂性的重要理论。
综上，本研究基于能力理论和组态视角，选用组态视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探索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机制。构建企业数字能力“基础支撑-动态改进-洞察适应”的分析框架，挖掘企业数字能力的条件组态，一方面揭示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模式和构建机制，为探索企业数字能力的培养策略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拓展能力理论在解释因果复杂性上的应用，为基于企业数字能力的多维度构建研究提供可解释性的理论基础。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1.1  企业数字能力研究
结合企业数字能力在数字技术、组织资源、外部环境的3个逻辑视角，进一步分析企业数字能力的影响要素。
（1）数字技术层面主要关注了技术基础、技术发展和新技术特征等方面。其中，技术基础关注企业当前生产力水平的基础技术含量，主要围绕技术工具和基础设施等层面探究企业原有的信息技术（IT）和信息系统（IS），如信息技术水平、软硬件基础设施、技术知识储备在企业数字能力构建过程中的协调与配合作用[20]；技术发展关注新涌现出的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作用，主要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探究数字技术嵌入产品创新、服务和流程改造等业务形成的新能力[21]；新技术特征关注企业将自身发展需求与数字技术特征结合并进行改造优化的过程，主要围绕数字技术的同质性、可编程性、迭代性和可复制性等特征[2]，探究以同质性布局底层数据技术、可编程性优化开发流程、迭代性推动场景重构，以及可复制性共享数据、代码、程序和系统等作用对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推动和融合作用[4]。
（2）组织资源层面主要关注了配置主体、资源要素、配置机制等方面。其中，要素配置主体关注企业顶层管理者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主要围绕企业家和管理者等层面探究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创新效应和扩散效应，以及高管团队异质性在数字化认知、经验、学习等方面的差异[22]，及其对企业数字能力的战略定位和实施力度的影响[23]；资源要素关注异质性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方式，围绕劳动力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等层面探究数字化人才带来的先进理论和经验，员工的数字化学习和适应性较强，以及组织拥有数字化知识、文化认同、规制制度、信息系统等资源都会驱动企业构建数字能力[9]；配置机制关注以资源为载体建立数字能力的形式和实现机制，围绕资源的调配、整合与利用视角，探究组织动态化识别所需信息和经验资源、获取新兴数字技术、匹配技术与业务，以集成各项资源形成独特竞争力的过程[8]。
（3）外部环境层次主要关注了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影响。其中，制度环境围绕政府政策、财政扶持、城市数字化和区域创新水平等方面探究了政府的数字化政策导向、对数字化发展的税收减免和资金扶持力度、城市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发展水平等作用对数字能力的影响[10]；市场环境围绕顾客需求、市场竞争、供应商要求等方面探究了顾客对于产品、服务和数字化营销方面的参与和需求变化，市场竞争水平和竞争对手战略决策，以及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和协作规划对数字能力的影响[24]；社会环境围绕媒体、公众、机构投资者等方面探究了媒体报道和声誉影响、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治理效应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数字化偏好等对推动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影响[25]。
[bookmark: _Hlk139282704][bookmark: _Hlk146008570][bookmark: _Hlk139282780]（4）从整体战略层次分析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影响。这类研究主要基于定性的案例分析、文本分析以及定量的指标模型构建等方法，采用跨层次组合视角探讨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作用下，通过技术整合与优化组织资源来形成数字能力的过程。例如，Ritter等[26]基于文献分析，从企业数字化过程中的技术基础、组织资源和价值链、市场竞争、顾客价值变化等维度驱动企业构建数据获取、使用和分析能力；Malchenko等[27]基于技术、组织、业务运营、管理、供应链、生态等影响模块构建对企业数字能力的评估模型；魏冉等[28]基于案例分析探究了政府政策、生态系统构建、技术变革、消费者需求变化等维度对企业数据收集、获取许可、深入分析等多层次能力的影响。
然而，已有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主要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关注数字能力的影响要素，忽视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关键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深层次的理解是企业在构建数字能力过程中如何引入数字技术形成基础支撑、洞察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利用组织资源进行动态创新；另一方面，主要从分层次、跨维度的视角围绕数字能力的前因后果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27]，但尚未从因果复杂性的逻辑视角梳理技术、资源、生态各个维度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多种组合带来的作用机制和殊途同归的后果分析，忽略了不同影响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异质性组合路径引致的构建机制及作用效果差异。
1.2 企业数字能力的理论框架
基于能力理论，本研究从基础支撑、洞察适应和动态创新3个阶层探究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要素。
1.2.1 基础支撑阶层
零级基础支撑阶层是指企业能够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执行企业基本业务和职能活动[17]，可以从“资源特征-配置行为”视角挖掘管理者如何合理配置自身资源以实现最优结构化资源组合、支持正常业务运营活动。一方面，资源特征体现为可选择、适用、可转化利用的资源柔性[29]。在高新技术企业内部，资源柔性包括人力资源柔性和组织资源柔性[30]，企业既需要培养掌握企业业务语言和数字化相关知识技能的人才资源，帮助企业分析数据背后的业务趋势，简化管理流程和降低业务成本，又需要将数字化资源嵌入组织文化、规章制度、使命愿景、管理流程，提升组织数字化学习积极性，降低学习成本、业务运营成本和试错成本。另一方面，配置行为体现为高管对数字化的认可、规划与实施等支持程度。在企业拥有人力、组织和社会资源的基础上，高管行为决定了企业培养数字能力的优先级，以及企业如何配置形成最优结构化资源组合来构建数字能力，也会影响各个职能部门培养数字能力的规划和对业务运营活动的基础支撑情况[31]。
1.2.2  洞察适应阶层
一阶洞察适应阶层是指企业要广泛地获取外部资源并适应和参与所处环境网络[9]，可以从“被动嵌入-主动构建”视角挖掘企业如何通过获取和利用环境资源，与重要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发自身数字能力，并利用特定市场机会形成数字化洞察力和外部环境适应力。一方面，被动嵌入是企业不得不接受和适应所处环境中由广泛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外部共性压力，并以此构建企业数字能力，包括政府、行业或协会机构等对数字化转型创新的倾斜和探索会形成强制压力，同行竞争者与头部平台企业的“倒逼”模仿压力，以及顾客和供应商等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对数字化需求带来的规范压力。另一方面，主动构建是企业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如组织员工、同行合作伙伴、技术供应商、金融机构等）合作形成规范的商业生态网络，对内指导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行为方式[32]，对外提升商业生态体系的合作效率[33]，实现企业之间的颠覆性创新、跨界合作和数字能力交互。
1.2.3  动态创新阶层
二阶动态改进阶层蕴含了直接提高效率和构思新方法创造价值两个维度[18]，可以从“内源式-开源式”创新视角挖掘企业如何依靠提高组织发展效率和获取竞争优势，实现组织各环节的动态创新。一方面，内源式创新是基于组织既有资源[34]，通过知识整合、组织灵活性和技术进步等方式创造新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并获得对应的数字化技术专利[35]，这是增强组织韧性和提高组织效率、维持企业长期发展路径、适应数字化环境的增量改进过程。另一方面，开源式创新是通过重组企业的知识元素和资源模式、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交互作用来获取和搭建先进的技术资源与创新平台[36]，这能帮助组织突破自身技术瓶颈，获取新想法、新技术和新创意，借助外部力量来增强企业数字能力。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能力是由多个要素联动匹配形成的，要素之间具有因果复杂性特征，需要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探索各个要素通过何种联动匹配模式构建企业数字能力。因此，本研究借鉴Fiss[37]的方法，引入组态分析方法，认为多重构建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的，通过差异化的排列组合状态（即组态）来达到影响组织发展的共同目的；并以能力理论为基础，结合组态研究搭建了企业数字能力的“基础支撑-动态改进-洞察适应” 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数字能力构建分析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fsQCA是指通过跨案例比较，寻找不同条件要素的联动匹配状态与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协同效应的组态研究方法[15]。本研究选用fsQCA的原因：（1）fsQCA以因果复杂性为理论基础，支持研究设计中同时出现多个自变量，捕捉到各个构建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适合本研究提出的多维度交互作用视角；（2）fsQCA的“因果不对称性”思维可以处理有关程度变化或部分隶属问题[38]23-41【已确认】【确认本次引用内容的具体页码】，帮助本研究直观展示形成组态模式的要素条件，拓宽研究问题的理论解释维度；（3）本研究的样本量比较少，且需要从已有样本中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而fsQCA方法结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优势，既能从定量角度探究各个构建要素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又能充分识别出高度符合不同构建模式的企业，从定性角度回应少数案例可推广性的质疑，增加了案例选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2 样本和数据
研究样本选取成立3年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1），有较为清楚的数字化活动。选择样本企业的管理者根据企业近3年的实际情况来填写问卷，问卷主要通过线上电子问卷形式进行填写，对于特定场合，如互联网企业的线下访谈，则结合使用线下纸质问卷。问卷总共发出180份，实际回收148份，回收率为88.57%。
在全部所回收的问卷中，删除不符合样本要求的问卷、基层员工填写的问卷、填答不完整和问卷整体相互矛盾等无效的问卷，最终累计回收有效问卷106份，其有效率为71.62%。表1为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类别
	样本特征
	样本数/个
	占比【部分占比之和非100%】

	企业年龄
	3~5年
	12
	11.32%

	
	＞5~10年
	41
	38.68%

	
	＞10~20年
	42
	39.62%

	
	21年及以上
	11
	10.38%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5
	4.72%

	
	民营企业
	88
	83.02%

	
	合资企业
	13
	12.26%

	企业规模
	100人及以下
	24
	22.64%

	
	101~300人
	34
	32.08%

	
	301~500人
	26
	24.52%

	
	501~1 000人
	18
	17.00%

	
	1 001人及以上
	4
	3.76%

	所属区域
	一线城市
	94
	88.68%

	
	二线城市
	12
	11.32%



2.3 测量和校准
在fsQCA中，每个条件和结果都被视为1个集合，每个案例在集合中有隶属分数，给案例赋予隶属分数的过程就是校准[38]23-41【已确认】【确认本次引用内容的具体页码】。首先，参考Rihoux等[39]112-146【已确认】【确认本次引用内容的具体页码】的研究，对于技术研发和技术平台这2个二分变量采用直接赋值法。其次，数字能力、高管支持、资源柔性、制度压力和生态规范等变量采用了李克特七度量表，根据Fiss[37]的研究，基于变量的最小值、均值和最大值确定3个隶属点（完全不隶属点小于最小值、交叉点小于均值、完全隶属点大于最大值），通过这3个阈值的设定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如表2所示）。
使用fsQCA 3.0软件进行分析。fsQCA要求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集，校准是通过确定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等3个锚点（校准条件），将案例数据置于从0到1的连续尺度上的过程[38]23-41【已确认】【确认本次引用内容的具体页码】。具体校准过程为：一方面，技术研发和技术平台这两个变量本身即为二分变量，可直接分析；另一方面，数字能力、高管支持、资源柔性、制度压力和生态规范的测度，由于锚定值的设置没有严格固定的标准，应依据数据特点，结合理论与实际知识具体分析[15]，因此参考Olan等[40]、Pappas等[41]的研究，并未完全依赖于样本的百分位数和平均值进行校准，而是利用自然尺度断点法校准，即结合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情况，每个条件的完全隶属点为6、交叉点为4.5、完全不隶属点为2。其中，完全隶属点为6的原因是，除了高管支持和生态规范，其他几个变量的最大值都未到达7，而根据Pappas等[41]的研究，赋值为6能使更多的回答被归类为超出范围的集合，以解释数据偏斜，提高解决方案的覆盖率和一致性；完全不隶属点为2的原因与此一致。同时，根据均值和中位数的实际情况，参与者的总体打分偏高，这可能是由于受访企业皆为高新技术企业，较为重视培养数字能力，所以数字化情况整体偏好，而根据Bacon等[42]的研究，使用4.5作为交叉点能确保没有案例从分析中移除，Olan等[40]的研究也指出这是可接受的校准方法。数据的描述性情况和校准值设定如表2所示。
表2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指标与校准
	条件和结果
	变量符号
	最小值
	均值
	最大值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企业数字能力
	DC
	1.626
	4.858
	6.753
	6.000
	4.500
	2.000

	高管支持
	MS
	1.247
	4.867
	7.000
	6.000
	4.500
	2.000

	资源柔性
	RF
	1.667
	4.845
	6.672
	6.000
	4.500
	2.000

	制度压力
	IP
	1.779
	4.923
	6.558
	6.000
	4.500
	2.000

	生态规范
	EN
	1.500
	5.000
	7.000
	6.000
	4.500
	2.000

	技术研发
	TR
	0
	0.46
	1.000
	1.000
	/
	0

	技术平台
	TP
	0
	0.86
	1.000
	1.000
	/
	0


    注：/表示不填写，即二分类变量的校准没有交叉点，不需要额外的操作化处理。0表示该空格内实值为0。【什么？与0有何区别要交代清楚】。

2.3.1 结果变量
[bookmark: _Hlk139283372]结果变量为数字能力，体现在资源、决策、技术、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等层面。借鉴Ritala等[43]的成熟量表，采用“数据资源创造客户和业务价值”“作出快速、一致、清晰的数字业务决策”“数据基础设施安全可信”“更好地使用外部数字资源”“预判市场趋势和最新机会”“与客户共同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利用高效灵活的方法开发项目”“员工拥有数字化发展所需知识”8个指标衡量。
2.3.2 条件变量
[bookmark: _Hlk139283394]（1）高管支持：包括了高管信念和高管参与2个维度。借鉴Liang等[44]的研究，采用“我相信数字化能给企业带来显著收益”“我相信数字化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利用数字化去开展业务活动”“我会积极阐述数字化前景”“我会积极为企业数字化制定战略”“我会积极建立目标和标准以监督数字化项目实施”“我会积极参与数据需求分析”“我会积极参与数字化项目的实施决策”8个指标衡量。
[bookmark: _Hlk139283409]（2）资源柔性：体现了企业资源的可选择、可适用、可转化特征。借鉴赵忠伟等[45]的研究，采用“企业转变资源用途的难度较低、成本较少”“企业转变资源用途的时间短”“企业现有资源的适用范围较广”3个指标衡量。
[bookmark: _Hlk139283431]（3）制度压力：包括了模仿压力、强制压力和规范压力3个维度。借鉴谢卫红等[46]的研究，采用“已利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的竞争对手获得了很大收益”“已利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的竞争对手被同行看好”“已利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的竞争对手被供应商和客户看好”“地方政府要求我们采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行业协会要求我们采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竞争情况迫使我们采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企业的供应商采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的程度”“企业主要客户采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的程度”“政府对数字化的重视对我们企业采用数字化技术或服务的影响程度”9个指标衡量。
[bookmark: _Hlk139283450]（4）生态规范：其机制主要是考察企业在所处商业生态网络中的规则、信息、成员和制度等方面的情况。借鉴宋华等[47]研究，采用“商业生态系统的正式规则比较健全”“商业生态系统有良好协调和信息机制”“商业生态系统成员具备共同的数字知识（包括产品、技术、流程和管理等维度）”“商业生态系统有共同认可的认证制度”4个指标衡量。
[bookmark: _Hlk139283475]（5）技术研发：内源式技术创新是企业主动搭建数字能力的保障。借鉴胡平等[48]的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基础可以采用是否拥有专利来界定，结合数字化研究背景，采用“企业是否拥有数字化相关专利”作为内源式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
（6）技术平台：开源式技术创新体现了企业的技术参与和构建程度。借鉴Yoo等[4]的研究，可用企业拥有或参与的技术平台进行衡量，因此采用“企业是否拥有或参与技术平台（包括交易平台、创新平台、社区平台、投资平台）”作为技术平台的代理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检验单个条件（包括其非集）是否构成数字能力的必要条件。从集合论角度而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就是检验结果集合是否为某个条件集合的子集。在fsQCA中，当结果发生时，某个条件总是存在，那么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9]112-146【确认本次引用内容的具体页码】。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当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则可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9] 112-146【已确认】【确认本次引用内容的具体页码】。表3为使用fsQCA3.0软件分析的样本企业数字能力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从中可知，6个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不高于0.9，属于充分不必要条件，应该进行组态充分性分析。
表3  样本企业数字能力的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数字能力
	~数字能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资源柔性
	0.884
	0.914
	0.596
	0.261

	~资源柔性
	0.286
	0.624
	0.804
	0.747

	高管支持
	0.880
	0.896
	0.598
	0.258

	~高管支持
	0.271
	0.614
	0.759
	0.729

	制度压力
	0.882
	0.882
	0.655
	0.278

	~制度压力
	0.278
	0.655
	0.723
	0.723

	生态规范
	0.891
	0.873
	0.650
	0.271

	~生态规范
	0.256
	0.632
	0.695
	0.730

	技术研发
	0.542
	0.823
	0.275
	0.177

	~技术研发
	0.458
	0.598
	0.725
	0.402

	技术平台
	0.875
	0.715
	0.820
	0.285

	~技术平台
	0.125
	0.621
	0.180
	0.379


注：“~”表示条件属于非高水平状态。
3.2 组态分析
借鉴杜运周等[15]的做法，将子集关系一致性（PRI）阈值设置为0.75，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由于尚未有各条件如何影响数字能力的确切证据和理论，本研究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设定每个条件出现与否均可构建高水平数字能力。表4呈现了解释高水平企业数字能力的4条构建路径，所有组态作为整体的显著性水平，涵盖了84.4%的构建高水平数字能力结果；同时，低水平企业数字能力的3条构建路径，所有组态作为整体的显著性水平，涵盖了56.9%的构建非高水平数字能力结果。接下来，对每个组态（解）命名并结合典型案例的定性资料进行详细分析。
表4  样本企业数字能力构建组态
	前因条件
	高水平数字能力
	
	非高水平数字能力

	
	H1
	H2a
	H2b
	H3
	
	h1
	h2
	h3

	资源柔性
	
	●
	●
	●	Comment by pc: 老师，这里符号有大小差别是为了表示核心条件存在或缺席，必须得这样才能区分。
	
	
	●
	●

	高管支持
	●
	●
	●
	
	
	
	●
	

	制度压力
	
	●
	●
	●
	
	
	
	●

	生态规范
	●
	
	
	●
	
	
	●
	●

	技术研发
	
	●
	
	
	
	
	
	

	技术平台
	●
	
	●
	●
	
	●
	
	

	一致性
	0.940
	0.988
	0.991
	0.992
	
	0.946
	1.000
	1.000

	原始覆盖率
	0.372
	0.433
	0.662
	0.674
	
	0.487
	0.059
	0.075

	唯一覆盖率
	0.048
	0.097
	0.002
	0.037
	
	0.487
	0.008
	0.02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64
	
	0.569

	总体解的覆盖度
	0.844
	
	0.954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辅助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表示辅助条件存在，“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可缺席。下同。

3.2.1 高水平构建数字能力的组态分析
（1）配置行为强主导的构建模式。组态H1（高管支持*生态规范*~技术研发*技术平台）的核心条件是高水平高管支持，体现了高管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在数字化发展领域；辅助条件是高水平生态规范、高水平技术平台和非高水平技术研发。可以将该组态命名为“配置行为强主导的构建模式”。该模式表明在高水平生态规范机制作用下，企业即使缺乏数字技术研发能力，也能通过高管支持的作用广泛参与并搭建技术平台，打造开源式创新，推动企业构建数字能力。例如典型企业天津LYZK是面向新媒体时代进行品牌化内容创造和传播的企业，主要提供企业级创造及运营管理工具和技术服务，在数字技术创新研发方面投入不多，但其数字能力构建基础较为雄厚：1）首席执行官（CEO）是云计算专业人才，将企业定位和聚焦于互联网软件开发和管理系统服务运用；2）基于华为云平台和华为云基础设施能够实现人工智能一体化技术解决方案；3）整个新（自）媒体发展迅速，由创作者、创作团队、企业、媒体、机构组成的商业生态网络布局初具规模，凭借“高管制定云计算战略－深耕新媒体行业－打造华为云平台”的方式成功打造高水平数字能力。
（2）资源配置混合主导的构建模式。组态H2a（资源柔性*高管支持*制度压力*技术研发）和组态H2b（资源柔性*高管支持*制度压力*技术平台）的核心条件都是高水平资源柔性与高水平高管支持，体现企业同时优化资源结构和配置数字化资源，可以将该组态命名为“资源配置混合主导的构建模式”。其中：
组态H2a的辅助条件是高水平制度压力和高水平技术研发，说明若企业面临较高的数字发展制度压力，则组织内部高管支持力度较强且资源柔性较高，就能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实现内源式创新，构建数字能力。例如典型企业深圳FM无人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软硬件一体化、便捷易用的超小型无人机系统。该企业：1）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数字化知识经验，由IT、无人机领域高管及资深专家联合创办，具有20余年的无人机行业技术和市场经验的积累；2）管理者战略定位准确，聚焦于空间遥感业务与供需两侧的泛行业客户服务；3）拥有逾200人的研发团队，结合IT领域产品设计、工业化制造经验形成强大创新合力；4）强大政策力度支持，深圳市已出台一系列无人机管理办法、形成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人机制造业高地。
组态H2b的辅助条件是高水平生态规范和高水平技术平台，表明若企业面临较高的数字化发展制度压力，则组织内部高管支持力度较强且资源柔性较高，就能通过参与数字技术平台实现开源式创新，推动企业构建数字能力。例如典型企业山西QQW，专注于提供实体商超数智化转型方案，由多家传统零售商超出资成立。该企业：1）从一把手的角度强推深耕数字零售领域，保证企业熟悉零售行业语言；2）拥有大量懂数字技术的员工、熟悉零售行业语言的组织资源支撑以及股东带来的合作伙伴等资源支持；3）搭建了覆盖全国境内的去中心化产业数字赋能平台，为全国境内超市提供分布式软件运营服务（SAAS），定制专属营销工具，推动QQW在零售领域成功构建数字能力。
（3）资源结构强主导的构建模式。组态H3（资源柔性*制度压力*生态规范*技术平台）的核心条件是高水平资源柔性，体现了企业倾向于培养数字化人力资源柔性和组织资源柔性；辅助条件是高水平制度压力、高水平生态规范和高水平技术平台。可以将该组态命名为“资源结构强主导的构建模式”。该模式表明在高水平生态规范机制和高水平制度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企业通过主动、广泛参与并搭建数字技术平台，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和企业数字文化，打造开源式创新，推动企业构建数字能力。例如典型企业北京JBF，专注于金融IT综合服务。该企业：1）拥有丰富的研发和创新资源，设有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拥有专利27项、软件著作权190余项；2）打造了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平台、测试管理平台、智能光学字符识别平台（OCR）、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平台（RPA）等，拥有强大的数字平台矩阵；3）在国家政策制度引导、消费者隐私安全需求和企业数据脱敏运用等多重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开始布局JBF安全测试平台，为用户提供静态应用程序安全测试（SAST）、动态应用程序安全测试（DAST）、交互式应用程序安全测试（IAST）、软件成分分析（SCA）、移动安全、知识库、安全测试案例管理等全方位安全服务；4）金融领域的数字技术服务开始进入深度化和标准化，商业生态规范机制逐渐完善，行业发展机会较多。
3.2.2  非高水平构建数字能力的组态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具有非对称性特点，即某个结果出现或不出现的前因条件组态并不是完全相反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导致样本企业低水平数字能力的条件组态。其中，组态h1（~高管支持*~制度压力*~生态规范*~技术研发*技术平台）中所有条件皆为辅助条件，说明企业即使具备数字技术平台优势，但若是内部缺乏高管支持和技术研发能力，外部缺乏制度压力和生态规范机制，也很难形成数字能力；组态h2（资源柔性*高管支持*生态规范*~技术研发*~技术平台）的核心条件是非高水平技术平台，辅助条件是高水平资源柔性、高水平高管支持、高水平生态规范和非高水平技术研发，说明企业缺乏技术研发和技术平台，即使具备资源柔性和高管支持、外部数字生态较为规范，也很难构建数字能力；组态h3（资源柔性*制度压力*生态规范*~技术研发*~技术平台）的核心条件是非高水平技术平台，辅助条件是高水平资源柔性、高水平制度压力、高水平生态规范和非高水平技术研发，说明企业缺乏技术研发和技术平台，即使具备资源柔性、外部数字制度压力较大和数字生态较为规范，也很难构建数字能力。
非高水平数字能力的组态说明，缺乏技术研发和技术平台是企业难以构建数字能力的重要原因。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水平数字能力和非高水平数字能力的构建原因是不同的，构建高水平数字能力需要企业基础支撑、洞察适应、动态创新各个维度的因素共同作用，但是非高水平数字能力主要是由于企业缺乏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技术平台，这也证实了影响高水平数字能力和非高水平数字能力的构建因素是不对称的。 
3.3 稳健性检验
通过提高一致性阈值来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按照杜运周等[15]的做法，将一致性阈值从0.75提高至0.80，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除了WH1增加高资源柔性、wh1增加低资源柔性这两个条件，其他条件与主效应一致，但资源柔性在主效应H1和h1中属于可存在可缺席，且要素之间具有等效替代性，所以对总体结论和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路径没有显著影响，表明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表5  提高一致性阈值后样本企业数字能力构建组态
	前因条件
	高水平数字能力
	
	非高水平数字能力

	
	WH1
	WH2
	WH3
	WH4
	
	wh1
	wh2
	wh3

	资源柔性
	●
	●
	●
	●
	
	
	●
	●

	高管支持
	●
	●
	●
	
	
	
	●
	

	制度压力
	
	●
	●
	●
	
	
	
	●

	生态规范
	●
	
	
	●
	
	
	●
	●

	技术研发
	
	●
	
	
	
	
	
	

	技术平台
	●
	
	●
	●
	
	●
	
	

	一致性
	0.986
	0.988
	0.991
	0.992
	
	0.948
	1.000
	1.000

	原始覆盖率
	0.342
	0.433
	0.662
	0.674
	
	0.386
	0.059
	0.075

	唯一覆盖率
	0.019
	0.097
	0.002
	0.037
	
	0.386
	0.008
	0.02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85
	
	0.468

	总体解的覆盖度
	0.815
	
	0.957



4  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机制
综上，参考何喜军等[49]的研究，可以从企业数字能力的前因要素（condition）、多维度要素交互形成的构建模式（construction）、构建模式下产生的机制效应（effect）、不同效应下实现的机制作用（function）4个部分探究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机制（如图2所示），可见较强的资源柔性和高管支持是企业构建数字能力的核心构建点，而不同类型的机制作用需要具有差异化的多个前因条件交互形成，以促进企业构建数字能力。
【图2内：各英文单词全部改为小写；所有字均不加粗】

[image: ]
图2  企业数字能力的CCEF构建机制

其中：（1）在配置行为强主导的构建路径中，为了快速响应市场竞争和适应商业生态环境变化，推动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集成，需要企业管理者具有良好的数字化发展判断能力，通过搭载数字技术平台，积极融入外部商业生态网络，构建具有“需求-响应”效应的数字能力。（2）在资源配置混合主导的构建路径中，为保证将数字技术嵌入组织发展的底层逻辑和价值基因，企业需要提升自身技术和研发基础，布局多维度、多领域技术平台，通过高管的支持、决策和布局，从意识、人才、渠道、关系、管理等多种资源出发，构建具有“技术-整合”效应的数字能力。（3）在资源结构强主导的构建路径中，为实现企业的赋能创新发展，适应外部环境和竞争者带来的模仿、强制和规范等数字化压力，需要有能力搭建或参与强技术平台发展的企业科学协同内外部资源柔性，打造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构建具有“跨界-赋能”效应的数字能力。 
因此，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机制为：以强高管支持和强资源柔性为核心构建点，强制度压力、良好的生态规范机制、强技术研发和多技术平台等条件联动匹配，形成“需求-响应”效应、“技术-整合”效应和“跨界-赋能”效应，将数字技术嵌入企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实现组织内外部市场环境与资源的融合，赋能企业创新并打造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以此构建企业数字能力。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基于能力理论和组态视角，本研究从基础支撑、洞察适应、动态创新3个阶层构建企业数字能力的分析框架，采用fsQCA 方法开展企业数字能力的因果推断研究，揭示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模式和构建机制。研究发现：（1）6个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企业数字能力的必要条件，4类条件组态构成了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路径，其中，“资源结构-配置行为”形成的基础支撑阶层发挥核心作用；（2）4类条件组态形成了3种构建模式，分别是配置行为强主导的构建模式、资源配置混合主导的构建模式、资源结构强主导的构建模式，并得出了构建要素与企业数字能力培养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多重并发和多种方案等效的特点；（3）企业数字能力的“CCEF”构建机制模型，即以强高管支持和强资源柔性为核心构建点，强制度压力、良好的生态规范机制、强技术研发和多技术平台联动匹配，形成“需求-响应”效应、“技术-整合”效应和“跨界-赋能”效应，将数字技术嵌入企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实现组织内外部市场环境与资源的融合，赋能企业创新并打造数字化商业生态系统，以此构建企业数字能力。 
5.2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高新技术企业构建数字能力要以强高管支持和强资源柔性为两大着力点，关注制度环境和生态环境，结合企业特征进一步强化技术研发投入、构建多技术平台。具体建议如下：（1）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针对配置行为强主导企业在构建数字能力的过程中缺乏技术研发支持，一方面企业管理层要提升数字发展思维，加强对数字关键技术、数字时序设计、数字系统建立等方面的理解，通过企业战略制定、业务培训、管理变革、组织学习等方式提升整个企业对数字化应用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另一方面要塑造数字化思维，打造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组织结构，实现人与数字化技术的融合，搭建数字交流共享平台，减少“数据孤岛”现象。（2）打造高度互补的资源配置组合。针对资源配置混合主导企业，一方面要加大数字人才的内培外引力度，探索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奖励制度和技术岗位，实现岗位与技术需求的匹配；另一方面要加强高管数字化交流和学习，尽快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调动内部员工与职能部门的转型积极性并提高其对转型的认可度，将数字技术嵌入业务全流程，赋能企业与顾客价值共创。（3）灵活调整组织资源结构。针对资源结构强主导企业，一方面要基于技术、人才、管理、资源、营销等智力资本和条件禀赋，结合自身业务场景、管理场景、社会地位等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能力培养战略；另一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重构生产运营、业务流程和商品服务的边界，启动现有知识与数字资源的重组机制，联合技术提供商、供应链上下游、消费者等打造开放式组织，构建由高校、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咨询公司、企业、消费者等参与的良性商业生态环境。

注释：
1）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居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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